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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主流的理论和方法多将权力视为高与低的二元静态结构, 忽略了权力状态的可变性及组织中复

杂的权力关系。而权力波动为揭示权力状态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同时也有助于更全面地反映组织中

的权力效应。尽管现有研究从多种理论视角探讨了权力波动的积极与消极影响, 但是仍然难以在统一的理论

框架下系统阐释权力波动的双刃剑效应及其机制。鉴于此, 本文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构建了权力波动双刃

剑效应的整合框架, 以期进一步明确权力波动的差异化结果及其边界条件。未来需进一步厘清权力波动的内

涵与测度, 丰富权力波动效应的作用机制研究, 关注权力波动轨迹类别间的异质性, 并将权力波动研究与其

他领域相结合, 以推动其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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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权力因其对组织与个体的深远影响一直备受

学界和大众关注。当前主流的理论和方法多将权

力视为一个二元静态结构(Anicich, 2021; Jeong 

et al., 2024; Jordan et al., 2011)。一方面, 以往研究

主要聚焦于高与低权力水平的对比, 通过测量或

操纵个体的权力水平, 广泛探讨了权力拥有者与

权力缺乏者体验世界的不同方式 (Körner et al., 

2021; Septianto et al., 2020; Yan et al., 2021; Yue & 

Wang, 2023)。然而, 这种二元对比可能会掩盖与

中间状态相关的潜在独特效应(Anicich, 2021)。

Anicich (2016)对 550 多项社会等级变量(如权力)

研究的分析表明, 高达 94.6%的研究聚焦极端状

态(如高权力与低权力)的影响, 仅有 5.4%的研究

涉及中间状态。这种划分方式似乎意味着个体要

么拥有权力, 要么缺乏权力, 未能呈现组织中复

杂的权力关系 (Anicich et al., 2021; Anici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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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sh, 2017)。另一方面, 从个体主观感知的角度

看, 权力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可变的心理状态(Yue 

& Wang, 2023), 但既有研究多立足静态的个体间

视角, 只是隐含性地假设权力感的存在与否或其

强度高低, 忽略了权力感在个体内的变化, 这在

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动态性特征。事实上, Smith

和 Hofmann (2016)发现, 个体的权力感存在很大

程度的波动, 并且 Heller 等(2023)的研究也表明, 

82%的被试都曾经历权力状态的变化。显然, 仅从

静态的视角无法准确地反映和诠释组织中的权力

效应, 但动态的权力视角目前仍未得到充分关注

(Foulk et al., 2018)。而权力波动(power fluctuation)

可以更好地捕捉权力水平在一段时间内的动态变

化, 有助于揭示个体感受、体验权力的过程, 从而

更深入地洞察其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关注权力波动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

实践意义。首先, 现有研究较多聚焦于高与低水

平的权力感, 对组织中拥有权力与缺乏权力的成

员更具参考价值。而中层领导者作为组织顶层和

底层之间的桥梁与纽带, 虽对组织有着重要影响, 

却鲜少被过往的权力研究所关注。鉴于中层领导

者的权力互动更加复杂——需要频繁地与象征低

权力的下属和高权力的上级交替互动, 同时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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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和运营层面的需求(De Meyer, 2023; Falls & 

Allen, 2020), 因而权力波动的结果可能对中层领

导者尤其具有参考意义(Anicich et al., 2021; Heller 

et al., 2023)。这不仅可以拓宽权力研究的范畴, 还

能为组织管理与工作设计的优化提供新视角。其

次, 静态权力感研究有助于剖析某一水平下的权

力感效应(如低权力感对员工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而权力波动研究则能阐释权力状态连续激活带来

的连锁反应(如时高时低的权力感对员工心理与

行为的影响)。相较于静态或恒定的权力感, 员工

可能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适应和应对波动的权力

体验 , 进而衍生出静态研究较少涉及的独特效

应。由此可见, 二者关注的现象不同, 且在不同群

体及组织情境中各有适用性。对权力波动影响效

应的探究可以在既有权力感研究的基础上提供额

外的解释力, 并为组织中的权力效应构建更加完

整、准确的知识体系。 

综上所述, 深入探讨权力波动的作用后效是

有必要的。尽管学者们呼吁加强对权力偶然性和

动态性的研究(Anderson & Brion, 2014; Smith & 

Magee, 2015), 但我们对权力波动的积极与消极

影响仍知之甚少。这种知识缺口既不利于现有研

究之间形成有效对话, 也不利于为后续研究提供

方向指引。鉴于此, 本文首先梳理了权力波动的

概念发展与内涵, 结合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归纳

权力波动的积极与消极效应, 随后基于压力认知

评价理论构建了权力波动双刃剑效应的整合框架, 

最后为未来研究提出可能的方向, 以期更全面地

揭示组织中的权力效应, 并为推动权力领域的理

论与实践发展提供启示。 

2  权力波动的概念发展与内涵阐释 

2.1  权力波动的概念发展 

长期以来, 权力一直被视为社会系统和等级

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传统观点将权力看作一种

依托客观能力和资源而存在的社会结构变量(罗

文豪 等, 2020), 但权力并非存在于真空中, 而是

一种内在的社会建构(Anderson & Brion, 2014), 

涉及与他人的互动或比较(Emerson, 1962; Sabey 

et al., 2021)。随着权力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逐渐认

识到个体会形成自身相对权力的心理表征, 即对

自己影响他人能力的主观感知——权力感(Anderson 

et al., 2012)。因此, 权力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结构变

量, 还是一种心理变量。毕竟组织成员处于多样

化的互动网络中, 需要与不同权力水平的其他成

员频繁互动(Anicich & Hirsh, 2017), 这为他们比

较自己与他人的权力水平提供了条件。鉴于权力

感本质上源自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互动(李庆庆 等, 

2024; Smith & Hofmann, 2016), 对情境变化十分

敏感, 因而其并非一种稳定的属性。随着组织内

权力布局、组织成员间关系等不断调整, 个体的

权力体验也会随之变化(罗文豪 等, 2020; Heller 

et al., 2023)。 

从概念内涵上看, 个体权力感的形成取决于

“自己”和“他人”这两个关键主体。一方面, 自己所

掌控的不对称有价值资源处于流动之中, 使其凭

借资源影响他人的能力也会随之波动。另一方面, 

他人并非特指某一特定的层级或成员, 当互动对

象发生改变, 个体能对其施加影响的效力自然也

就不同(Heller et al., 2023)。此外, 权力感在概念

属性上是一种可被激活的认知与体验(罗文豪 等, 

2020)。随着组织管理领域动态研究视角的兴起, 

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与工作相关的认知具有可变

性。例如, Lanaj 等人(2021)的研究发现, 担任领导

职位的个体对自身领导身份的认同会受每天可用

资源的影响而波动, 并且这种认同的波动会进一

步左右其权力表现(Lanaj et al., 2023)。类似地, 不

同的情境和事件(如向上级汇报工作、做出聘用或

解雇决策等)会激活个体不同的权力体验, 进而引

发权力感的波动。尽管这种波动的权力体验可能

会带来独特的心理表现, 但难以在静态化的权力

概念中得到阐释, 这无疑对现有的权力观念提出

了挑战(Anicich & Hirsh, 2017)。鉴于此, 近期研究

者们将目光转向了一种超越静态的、情境化的权

力概念——权力波动(Anicich et al., 2021; Sabey 

et al., 2021)。 

2.2  权力波动的内涵 

Sabey 等人(2021)认为权力波动反映了个体

在互动过程中权力体验不一致的程度 , Anicich 

(2021)则将权力波动定义为个体在高权力和低权

力的心理状态之间交替变化的程度。换言之, 权

力波动个体可能在前一刻深感强大, 而下一刻就

陷入无力。Anicich 和 Hirsh (2017)提出, 可以基于

垂直互动取向来理解权力波动的内在逻辑。具体

而言(如图 1), 高权力水平的个体认为互动对象通

常不及自己有权力 , 其互动多指向低权力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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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社会网络中主要呈现向下的垂直互动取向, 

即向上与向下垂直互动的比例趋近于 0; 反之 , 

低权力水平的个体认为互动对象普遍比自己更有

权力, 因其互动往往指向高权力对象, 而主要与

向上的垂直互动取向有关, 即向上与向下垂直互

动的比例接近∞; 而权力波动个体则可能同时与

高权力和低权力对象互动, 所以表现为双向垂直

互动取向, 向上与向下垂直互动的比例趋近于 1。

将权力具象化为垂直互动的比例突出了这一概念

的动态性, 并且相对权力的连续激活意味着个体

几乎可以从连续体的任何位置体验双向垂直互动

取向。 
 

 
 

图 1  垂直互动取向 
 

简而言之, 回溯过往研究, 权力感更多被视

作一种单一的、随着时间推移保持不变的状态 , 

而权力波动被概念化为一种可变的、不一致的体

验 (Anicich & Hirsh, 2017; Smith & Hofmann, 

2016)。采用李克特 5 级计分举例：权力感研究可

能关注个体处于 4 分时的状态, 而权力波动研究

着眼于权力感从 5 分到 2 分再到 5 分的变化。虽

然从数值平均的角度来看, 波动情况下的平均值

也为 4 分, 但其间个体所历经的心理波折与情感

起伏却大相径庭(Sabey et al., 2021), 因此有必要

对二者加以区分。尽管如此, 二者并非是互相排

斥的。静态的权力感研究揭示了稳定的权力状态

对个体的影响, 而权力波动研究则捕捉了个体权

力水平在一段时间内的动态变化, 动态与静态结

合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解析组织中复杂权力关系的

多维特征。 

2.3  权力波动的研究方法 

以往组织管理领域的权力研究多采用问卷法

(Cao & Yang, 2024; Liu & Zhou, 2020; Zhou & He, 

2020)与实验法(Brockner et al., 2021; Fast et al., 

2012; Tost & Johnson, 2019)。问卷研究多基于横

断数据, 难以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致使研究

受限。而以回忆−书写、角色扮演等范式为主的实

验研究缺乏更为真实的社会互动与情境, 如存在

回忆偏差(Heller et al., 2023)、无法体现多人情境

下的权力效应(李庆庆 等, 2024)等。相比之下, 权

力波动研究更注重概念的动态性以及真实的互动

情境。目前, 权力波动的测量主要有两种方式：

其一为 Anicich 等人(2021)开发的 6 题项量表, 如

“我经常在感觉强大和无力之间交替”; 其二为经

验取样法, 即在连续多日内每天多次测量权力感, 

并计算其标准差来评估权力波动 (Sabey et al., 

2021)。此外, 还有研究者设计互动形式的实验来

检验权力波动与其他变量的因果关系。Anicich 等

人(2021)曾通过一项行为模拟任务来操纵权力波

动, 要求被试在一系列连续互动中快速、准确地

判断不同对象的行为表现, 从而模拟个体在组织

中与不同权力成员互动的权力波动经历。总体而

言, 无论是互动形式的实验, 还是自然工作环境

下的经验取样, 皆与现实工作情境更为契合, 由

此得出的研究结果也更可能为指导实践提供科学

有效的参考。 

3  权力波动的影响效应 

尽管权力波动在组织中十分普遍 (Smith & 

Hofmann, 2016), 但目前对其作用后效却所知寥

寥。既往研究基于不同理论视角对权力波动展开

了探讨, 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研究发现权

力波动可能存在双重效应：既会对员工产生消极

影响, 又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因此, 下文将系统介

绍权力波动的积极与消极效应及其理论基础。 

3.1  权力波动的消极效应 

权力波动会引发角色紧张。首先, 当个体扮

演的各种社会角色附带不相容的行为规范时, 角

色冲突便会产生(Anicich & Hirsh, 2017; Hirsh & 

Kang, 2016)。为了满足社会期望, 当扮演高权力

角色时, 个体需要表现得更有主见和支配力, 而

扮演低权力角色则需要表现出更多尊重和服从。

因此, Anicich 等人(2021)指出高权力和低权力状

态之间的差异是深刻的, 并且对应不相容的行为

规范。基于此, Anicich 等人(2021)探究了权力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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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角色冲突的关系, 不仅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 而且实验结果也表明, 仅让被试想象权力

波动的情境就能导致角色冲突, 支持了权力波动

与角色冲突中等程度以上(Cohen’s d = 0.56~0.71)

的因果关联。其次, 权力波动可能导致角色超载, 

因为角色超载发生在个体认为可用的时间、能力

等无法满足其所承担的各种角色要求时(She et al., 

2019)。而权力波动个体在多个权力角色的行为规

范与模式之间转换, 需要满足更多角色期望, 因

而与更多的责任和要求有关。一项实验研究将权

力波动个体与高权力和低权力个体进行对比, 发

现权力波动个体的角色超载显著高于低权力个体, 

同时其与高权力个体的差异也达到边缘显著水平

(Anicich et al., 2021)。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低

权力感总是不好”的直觉观点 , 因为研究表明短

暂的拥有高权力(即权力波动)反而比持续的低权

力使人体验到更强的角色紧张。 

除了角色紧张 , 权力波动还会增加情绪耗

竭。当个体面临权力波动时, 需要应对多重权力

角色的不确定性(Anicich & Hirsh, 2017), 这迫使

他们不断校准自身定位、预测互动反应并相应调

整行为策略。这种高频的认知监控与行为转换涉

及有意识的自我控制, 加重了个体的认知和情绪

成本, 同时造成资源损耗(Baumeister et al., 1998; 

Inzlicht et al., 2014)。Matta 等(2017)的研究也表明, 

工作经历的变化会作为一种潜在的压力引发员工

的情绪耗竭。因此, 与权力波动相关的压力可能

会带来消极的情绪体验, 并导致个体心理资源的

持续消耗。Sabey 等人(2021)对权力波动与情绪耗

竭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研究, 发现权力波动会使员

工产生挫折感, 并进一步表现为情绪耗竭—— 一

种情感资源耗尽的消极状态(Maslach et al., 2001)。

众所周知 , 经历消极情绪 (如挫折 )是一种负担 , 

而情绪负担的累积效应会形成负向循环加速情绪

资源的耗竭(Kammeyer-Mueller et al., 2016)。因此, 

相较于保持不变的权力感, 个体可能需要付出更

多努力来适应和应对波动的权力体验。 

此外 , 权力波动还与幸福感的降低有关。

Anicich 等人(2021)将心理困扰与躯体症状作为衡

量幸福感的两个指标, 通过多项研究探讨了权力

波动与幸福感的关系。一方面, Anicich 等人(2021)

收集了 233 名员工的权力波动数据, 同时询问其

头痛、眼睛疲劳等躯体不适的程度, 证实权力波

动与上述躯体症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但是在另

一项经验取样研究中 , 二者的关系未得到验证 , 

可见权力波动对躯体症状的影响并不稳定。另一

方面, 心理困扰是个体在应对特定压力或要求时

产生的一种令人不安的情绪状态, 可能对个体造

成暂时或永久的伤害(Ridner, 2004)。研究使用倦

怠、压力、沮丧等状态的组合评估心理困扰

(Anicich et al., 2021), 发现无论是通过实验法操

纵, 还是经验取样法测量权力波动, 波动较大时

个体均报告了更多心理困扰, 表明经历波动的权

力体验或许是令人厌恶的。以往研究通常将低幸

福感与低权力的状态或个体联系起来(Kifer et al., 

2013; Li, Xiang, et al., 2021), 而上述研究表明, 

波动的权力体验同样会损害员工福祉, 造成生理

压力和情绪困扰。 

3.2  权力波动的积极效应 

在警惕权力波动消极效应的同时, 也不应忽

视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当前, 已经有学者开始

关注权力波动对个体观点采择与团队绩效的影

响。权力波动涉及权力状态的连续激活(Anicich & 

Hirsh, 2017), 促使个体能设身处地了解不同权力

状态下的处境, 并在此过程中强化其对不同权力

水平互动伙伴的换位思考(Parker & Axtell, 2001)。

毕竟相较于单一的权力状态, 多样的权力体验更

可能令个体拥有与他人相似或一致的经历(Sabey 

et al., 2021), 进而增进对他人的理解。Sabey 等人

(2021)通过经验取样法, 在连续 10 个工作日内每

天 3 次收集瞬时权力感的数据, 以考察权力波动

与个体观点采择的关系。结果显示, 个体每日的

权力波动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其观点采择。不仅如

此, 通过同事评估员工对团队绩效的贡献, 该研

究还发现权力波动可以通过提升观点采择能力进

一步增加个体对团队绩效的贡献, 为权力波动的

积极效应提供了实证支持。 

对权力波动积极与消极效应的梳理有助于组

织对权力波动的整体评估, 并进一步为后续的管

理机制与工作设计优化提供新的视角。鉴于权力

波动的消极影响不可小觑, 应该对这一普遍发生

的现象保持警惕。如果认为其消极效应超过了积

极作用, 可以考虑减少权力波动的工作环境; 而

如果看重团队间的合作与绩效的提升, 则可以适

当创设权力波动的情境, 与此同时, 组织也需要

未雨绸缪, 为员工提供必要的恢复机会, 以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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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减少随之而来的消极影响。 

3.3  权力波动效应的理论解释 

3.3.1  边界理论 

静态的权力概念使得体现角色动态转换的边

界理论在权力领域缺乏适用性, 而权力波动涉及

高权力与低权力角色的转变, 可以被视为一种微

观角色转换的过程(Anicich & Hirsh, 2017; Sabey 

et al., 2021), 因而边界理论的引入就显得尤为契

合。每个角色身份都有其独特的行为规范标准

(Kam & D’Arcy, 2023), 为了有效管理多重角色, 

个体会建立并维持角色间的边界, 以使环境更加

简化和秩序化(谢菊兰 等, 2022; Ashforth et al., 

2000)。因此, 随着高权力与低权力的微观角色转

换, 个体必须跨越角色边界(Feery & Conway, 2023; 

Kam & D’Arcy, 2023), 根据新角色的不同任务、

特征、要求、规范等重新定位自己, 并遵循新的

行为规范行事(Sabey et al., 2021)。Ashforth 等人

(2000)提到 , 个体很难在心理上完全脱离一个角

色并切换到另一个角色。尽管在独立考虑时, 不

同的角色规范看似清晰且易于采用, 但从高权力

到低权力角色的转换 (或反之 )可能很难执行

(Anicich & Hirsh, 2017; Conroy et al., 2023)。当多

重角色同时出现而个体无法很好地处理相关要求

与责任时, 便会产生角色紧张(Goode, 1960)。综上, 

权力波动因多重权力角色的转换引发了个体相关

的紧张反应。 

3.3.2  接近−抑制−回避理论 

Keltner 等人(2003)提出的接近−抑制理论是

权力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 

高权力和低权力分别激活行为接近系统(behavioral 

approach system) 与 行 为 抑 制 系 统 (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从而对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

为倾向产生不同影响。为了打破二元静态权力观

的理论局限性, Anicich 和 Hirsh (2017)在该理论的

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接近−抑制−回避理论(approach- 

inhibition-avoidance theory), 并引入了战斗−逃跑

−僵化系统(fight-freezing-flight system)。具体而言, 

高权力激活行为接近系统, 个体倾向于关注奖励

线索并表现出积极情绪与接近动机; 低权力与战

斗−逃跑−僵化系统的激活有关, 个体会对具体而

直接的威胁线索敏感, 并产生恐惧情绪和回避动

机; 而权力波动与高权力(接近动机)和低权力(回

避动机)的竞争性反应选项相关, 会导致行为抑制

系统活动增加, 将注意分配给广泛而不确定的威

胁线索, 并诱发焦虑情绪和抑制动机。这使权力

波动个体更可能拥有广泛的风险厌恶心态, 他们

经常在各种情况下监测和扫描环境中的潜在威胁, 

进而更加焦虑(Anicich & Hirsh, 2017), 并更容易

经历心理困扰等消极体验。 

3.3.3  社会距离理论 

根据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 (Magee & Smith, 

2013), 高权力个体感知到更大的社会距离, 因而

倾向于采用更高层次的解释水平, 即对事物进行

更抽象的心理表征以捕捉其核心特征; 而低权力

个体则更可能通过低层次的解释水平, 采用具体

的心理表征以提取事件的细节(Ni & Cheng, 2022; 

Trope & Liberman, 2010)。然而, 传统的权力社会

距离理论仅能解释二元的高权力和低权力效应 , 

缺乏对这两种状态的综合考量。为此, Sabey 等人

(2021)对该理论进行了拓展 , 提出权力波动个体

在高和低水平的权力状态之间转换时, 也会在高

和低的解释水平之间摇摆、在抽象和具体的心理

表征之间切换。这种动态转换为个体体验不同权

力状态下的认知效应创造了独特机会, 即权力波

动个体可以同时掌握事物的核心特征和具体细节

(Sabey et al., 2021)。根据 Trope 和 Liberman (2010)

的观点, 这可以使人们超越当下的局限, 综合考

虑过去、未来、他人的观点以及不太可能的可能

性。因此, 权力波动可以拓宽个体的思维视野, 使

其更可能从多维视角理解他人与世界, 进而促进

组织中的协同效应并进一步产生积极影响。 

4  权力波动双刃剑效应的理论整合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 对权力波动积极与

消极效应的解释存在多种理论视角。其中, 边界

理论聚焦角色边界的跨越, 诠释了与权力角色转

换相关的紧张反应; 接近−抑制−回避理论强调权

力波动个体对广泛而不确定的线索敏感, 为权力

波动引发的消极情绪提供了依据。这两种理论阐

释了权力波动的消极效应, 暗含着个体对权力波

动的不良适应, 即假设个体没有充足的潜能或资

源应对权力波动。然而, 实践中不同个体可能会

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姜福斌, 王震, 2022), 这提

示上述理论忽略了个体良好应对权力波动的可能

性。而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关注不同权力状态下

的表征方式, 揭示了权力波动过程中个体所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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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重视角, 为权力波动的积极效应提供了理论

支持。但是该理论默认个体具备灵活转换表征方

式的资源和能力, 同样未能涉及个体的差异性反

应。总体而言, 上述理论为理解权力波动的单方

面积极或消极影响提供了有益启示, 但未能辩证

地阐释权力波动的双刃剑效应。同时, 由于以往

研究没有考虑到个体对权力波动的多样化应对过

程, 也未能深入探讨权力波动效应会受何种因素

影响, 因而目前仍然无法就权力波动为何以及如

何造成差异化结果这一问题提供解释。这不仅阻

碍了对权力波动双刃剑效应及其机制的系统阐释, 

也不利于后续研究展开进一步的探索。 

Lazarus 与 Folkman (1984)提出的压力认知评

价理论描述了个体对压力源认知评价、应对及结

果产生的过程, 并揭示了个体对同一压力源的多

样化反应(姜福斌, 王震, 2022; 张莹 等, 2023)。

若个体认为外界环境可能危害自身福祉且自己无

法有效应对 , 就会引发消极反应; 反之 , 若认为

自己能够克服压力 , 则会展现积极反应(姜福斌 , 

王震, 2022)。基于此, 我们认为压力认知评价理论

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有力解释。但是压力认知评

价理论涵盖的压力源范围较广, 想要为权力波动

效应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信息还需结合权力波动这

一压力源的特性。在此基础上, 不论是特指权力

表现的接近−抑制−回避理论、权力社会距离理论, 

还是反映权力角色动态转化的边界理论, 均能为

此提供进一步的补充。因此, 本研究以压力认知

评价理论为基础, 融合上述理论的观点, 构建了

权力波动双刃剑效应的整合框架(如图 2), 以期弥

补过往研究未能直接回答权力波动为何存在双刃

剑效应的缺憾, 并进一步明确权力波动的差异化

结果及其边界条件。 

4.1  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的权力波动 

压力源是指外界环境对个体的要求(姜福斌, 

王震, 2022)。如前所述, 权力波动涉及表征方式的

转换、角色边界的跨越以及对不确定线索的警惕, 

需要个体更大程度上适应自己的认知和行为

(Brown et al., 2020)。这要求个体付出额外的努力

来应对, 因此学者们曾将权力波动视为工作场所

的一种压力源(Anicich et al., 2021; Sabey et al., 

2021)。根据压力认知评价理论(Lazarus & Folkman, 

1984), 权力波动作为一种压力源, 其会带来积极

还是消极影响可能取决于个体的认知评价与应对

过程。具体而言, 个体经历权力波动时会启动认

知评价过程, 对这一压力源以及自己能否应对进

行综合判断。若个体认为权力波动危害自身福祉

而自己无力改变或解决时, 可能会对权力波动进

行威胁性评价并偏好消极应对; 而若将其视为促

进自身成长的挑战且相信自己能够克服, 就可能

进行挑战性评价并倾向于积极应对。进一步, 个

体对权力波动的评价和应对差异会导致不同的反

应(Lazarus & Folkman, 1984), 如焦虑、幸福感降低 
 

 
 

图 2  权力波动双刃剑效应的整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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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压力应激症状(Anicich & Hirsh, 2017; Anicich 

et al., 2021), 或高团队绩效等积极结果 (Sabey 

et al., 2021)。由此, 个体对权力波动的评价与应对

可能是将权力波动与其双刃剑效应联系起来的重

要心理过程。 

4.2  权力波动的认知评价、应对及结果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认为, 个体对压力源的认

知评价在压力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王梓鉴  等 , 

2021; Webster et al., 2011)。认知评价即个体对压

力源本身及自己能否应对此压力源的综合判断

(张莹 等, 2023), 且评价结果决定了个体会采取

何种应对方式(姜福斌, 王震, 2022; Ahmad et al., 

2022)。按照压力认知评价理论的经典框架, 应对

方式可分为聚焦问题的应对与聚焦情绪的应对两

种类型。前者主要关注消除或改变压力源, 后者

旨在缓解或管理由压力源引起的压力情绪(张莹 

等, 2023; Aguiar Fernández et al., 2023; Lazarus & 

Folkman, 1984)。研究认为, 权力波动作为一种压

力源也会触发个体的认知评价与应对过程。此外, 

虽然聚焦情绪的应对涉及个体对自身情绪的调节

(姜福斌, 王震, 2022), 但这些情绪为何以及如何

产生未得到详细阐释, 而接近−抑制−回避理论可

以为权力波动引发的消极情绪提供解释。 

具体而言, 权力波动个体对广泛而不确定的

威胁线索敏感, 这使其监测和扫描环境中的潜在

风险(Anicich & Hirsh, 2017)。如果个体更在意权

力波动带来的损害(如需时常保持警惕等), 并判

断自身应对潜能与外部可用资源均无法帮助自己

改变或解决时, 便会产生焦虑、挫折等消极情绪

(Anicich & Hirsh, 2017; Sabey et al., 2021), 同时

做出威胁性评价。此时, 个体可能更偏好聚焦情

绪的应对(姜福斌, 王震, 2022; Lazarus & Folkman, 

1984), 以管理由权力波动带来的负面情绪。而如

果个体更关注权力波动带来的潜在机会(如及时

发现并规避风险、锻炼应变能力等), 并且自身潜

能和可获得的资源足以支持其良好应对时, 就可

能将权力波动评价为挑战性压力源。此时, 个体

更可能采取聚焦问题的应对方式(姜福斌 , 王震 , 

2022; Lazarus & Folkman, 1984), 以获取潜在的成

长机会。因此, 可以将接近−抑制−回避理论的相

关内容作为个体对权力波动认知评价过程的补充, 

进而影响后续的应对方式。 

进一步, 不同的应对方式会导致差异化的压

力反应(Lazarus & Folkman, 1987)。那么如何捕捉

这些压力反应具体是指哪些表现？这需要结合权

力波动的特性与其他理论, 对应对过程及结果展

开分析。具体而言, 以往研究发现, 边界理论为权

力波动的消极压力反应提供了重要视角。鉴于聚

焦情绪的应对使个体本能地进行自我保护, 通常

会阻碍相关问题的解决(张莹 等, 2023), 如倾向

于采取回避、退缩和疏远等应对策略(Lazarus & 

Folkman, 1984)。而根据边界理论的观点(谢菊兰 

等, 2022; Ashforth et al., 2000), 权力波动可以被

视为微观角色转换的过程。因此, 聚焦情绪的应

对可能会使个体回避或疏远涉及权力角色转换的

工作情境, 如通过减少或回避与领导不必要的社

会交往来暂时逃避, 但这也可能使个体错失与领

导进一步社会交换或发展高质量关系的机会

(Venkataramani et al., 2013)。与此同时, 由于在本

质上与权力波动相关的问题未能很好地解决(张

莹 等, 2023), 一旦其无法回避或反复出现, 个体

便只能直面与多重权力角色相关的要求与责任。

然而, 个体的潜能与可用资源又无法为此提供有

效支持 , 这就可能引发相关的紧张反应(Anicich 

et al., 2021; Goode, 1960), 以及工作倦怠增加

(Aguiar Fernández et al., 2023)、幸福感降低(Parker 

et al., 2012)等消极效应。 

此外, 已有研究表明, 社会距离理论可以为

权力波动的积极效应提供解释。根据社会距离理

论的观点, 权力波动伴随着解释水平与表征方式

的切换, 采用不同的解释水平对环境进行心理表

征可以帮助个体获得多重视角, 进而更好地理解

他人与世界(Sabey et al., 2021; Trope & Liberman, 

2010)。鉴于聚焦问题的应对能激发个体的主动性, 

引导其克服压力、解决问题(张莹 等, 2023), 个体

可能会利用充足的内外部资源努力实现表征方式

的灵活转换, 借此深入了解不同权力状态下的处

境与互动对象 ,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活动边

界。在此过程中, 会产生一系列积极效应。从多

个角度考虑不一致的情况不仅可以拓宽注意力广

度 , 提升灵活应变的能力(Rothman et al., 2017; 

Huang et al., 2022), 而且以团队成员的视角采纳

并整合信息有利于成员间的协同效应, 促进合作

行为的产生(Parker & Axtell, 2001)与团队绩效的

提升(Sabey et al., 2021)。综上, 本研究认为个体

对权力波动的差异化应对引发了双刃剑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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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边界理论与社会距离理论可以为权力波动的

应对及结果提供有力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压力源本身具有多个维

度和面向, 所以压力认知评价理论认为多种评价

可能会在同一压力源上出现 (周湾湾  等 , 2023; 

Lazarus & Folkman, 1984; Li et al., 2022)。例如, 

当个体认为权力波动既会带来损害又能促进成长

时, 就可能同时进行挑战性评价与威胁性评价。

此外, 个体对压力源的评价与应对是持续变化的

动态过程(郑银波 等, 2023; 姜福斌, 王震, 2022; 

Cheng et al., 2021)。首先, 基于压力源的变化, 个

体对压力源的评价也会相应调整(Jamieson et al., 

2022)。随着互动对象与任务性质的改变, 权力波

动的方向与程度可能会发生变化, 进而影响个体

的评价。当权力感由低向高波动时, 个体可能会

做出挑战性评价 ; 而当权力感由高向低波动时 , 

可能会转而进行威胁性评价。其次, 当压力源初

次出现时, 个体可能会尝试解决并倾向于聚焦问

题的应对方式, 但若同一压力源在短期内频繁出

现, 个体可能因疲惫和反感转而采用聚焦情绪的

应对方式(姜福斌 , 王震 , 2022)。基于以上分析 , 

对权力波动的挑战性与威胁性评价, 以及聚焦问

题与聚焦情绪的应对既可能同时存在, 又可能互

相转化。 

4.3  权力波动认知评价与应对的调节因素 

权力波动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个体和组织

的健康繁荣与可持续发展, 既然权力波动的积极

与消极效应并存, 如何扬长避短成为亟待解决的

问题。遗憾的是, 现有研究并不能给出系统的解

答, 因此本研究将权力波动双刃剑效应可能的边

界条件纳入框架。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强调环境与

个体的互动关系, 认为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共同

影响压力源的评价与应对 (姜福斌 , 王震 , 2022; 

Lazarus & Folkman, 1984)。具体而言, 个体因素强

调对于压力源自身能做什么 (加锁锁  等 , 2022), 

关键在于对自身应对潜能的认识, 认为自己应对

潜能较高的个体往往对压力源有更积极的评价和

反应(姜福斌, 王震, 2022)。而情境因素强调对于

压力源个体在外界帮助下能做什么, 关系到能从

外界获取的资源(姜福斌, 王震, 2022), 拥有丰富

资源的个体对压力源的威胁感知及负面反应较少

(王涛 等, 2024; Lazarus & Folkman, 1987)。因此, 

依据压力认知评价理论, 下文从个体应对潜能和

外部可用资源两个方面提出权力波动认知评价与

应对的调节因素。 

4.3.1  个体应对潜能 

首先, 积极的自我评价有助于个体相信自身

具备较高的应对潜能 , 进而更有效地应对压力

源。已有研究表明, 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对自身

发展充满信心 , 更容易将压力源视为挑战 (Li 

et al., 2018)。而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是自我效能

感的延伸与发展, 指员工对执行广泛的、超越组

织规定的角色任务的能力感知 (Parker, 1998; 

Wang & Xie, 2023)。鉴于权力波动涉及多重权力

角色(Anicich & Hirsh, 2017; Sabey et al., 2021),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或许可以提升个体对权力波

动应对潜能的评估。作为一种积极的自我感知 , 

高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往往更有信心和动

力扮演多样化的角色 (Parker, 1998; Ren et al., 

2023)。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强化了个体对压力源

的积极评价 , 促使其积极地应对变化和问题(Cai 

et al., 2023), 如打破既定的角色约束以执行整合

任务(Wang & Xie, 2023)。相反, 低角色宽度自我

效能感的个体对自己承担广泛的角色任务缺乏信

心, 即因需要完成更多、更复杂的角色任务而担

忧, 从而倾向于做出威胁性评价并采取规避策略

(Shi et al., 2024)。由此可见,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

感可能对个体应对权力波动具有重要作用, 不仅

可以增强其胜任多重权力角色的信心, 而且更能

使其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并相应减少消极的应

对策略。 

其次, 由于权力波动涉及不一致状态的转换, 

具备应对矛盾或灵活转换能力的个体可能更擅长

处理与权力波动相关的体验(Anicich, 2021)。个体

双元性是指在矛盾活动中切换不同思维与行动模

式的能力(Pertusa-Ortega et al., 2021), 双元性高

的个体能轻松处理矛盾并承担多个角色或任务

(Papachroni & Heracleous, 2020; Pertusa-Ortega 

et al., 2021)。此外, Miron-Spektor 等人(2018)认为, 

资源稀缺和经历矛盾对工作结果的影响取决于个

体的悖论思维水平, 因为悖论思维模式塑造了人

们理解矛盾冲突的方式。已有研究发现, 诱导悖

论思维可以提升个体解决竞争性任务的能力

(Miron-Spektor et al., 2011)。因此, 相比悖论思维

或双元性低的个体, 高悖论思维或双元性可能使

个体更少对权力波动产生威胁性评价, 并减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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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聚焦情绪的应对; 同时更可能将权力波动视为

可以通过努力克服的挑战, 进而更倾向采取聚焦

问题的应对。 

4.3.2  外部可用资源 

同一个体在不同压力情境下的评估和反应也

可能不同, 说明情境是影响认知评价与压力应对

的重要因素(姜福斌, 王震, 2022)。情境因素主要

关注个体可从外部获取的资源, 而组织资源作为

个体累积资源的重要渠道, 能为个体资源提供补

充(郑银波 等, 2023)。已有研究发现, 组织文化与

氛围会影响组织成员对压力源的应对与反应。例

如, 组织支持与心理社会安全氛围能有效削弱员

工对压力源的消极认知评价与压力反应, 因而在

压力与工作结果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Dollard 

et al., 2012; Neves et al., 2018)。此外, ud din Khan

等(2024)的研究还发现 , 心理社会安全氛围可以

缓解由变化带来的不适, 帮助员工做好适应变化

的准备。因此, 积极的组织文化与氛围或许可以

成为一种重要的外部资源, 为成员适应不断变化

的社会活动边界提供支持。即便权力波动的要求

超出了个体能力范围, 成员仍可以借助组织的力

量减少由权力波动导致的消极效应。 

除了组织层面的资源, 领导作为员工日常工

作的直接指导者与管理者, 也是员工获取资源的

重要来源(姜福斌, 王震, 2022; 郑银波 等, 2023; 

Hackney et al., 2018)。若员工认为领导能够提供支

持以帮助自己应对权力波动, 就更可能认为自己

能够克服权力波动的消极影响, 并更加积极主动

地应对。积极的领导方式(如谦逊型领导等)体现了

领导对员工的尊重、支持与鼓励(Chandler et al., 

2023; Guo et al., 2020; Liu et al., 2022), 不仅有利

于缓解员工在权力波动时的情绪困扰, 减少其聚

焦情绪的应对策略, 还能使其更有信心和动力选

择聚焦问题的应对方式以迎接挑战。与之相反 , 

威权领导等消极领导方式涉及滥用权力、贬低下

属等破坏性行为 (Huang et al., 2023; Li, Chen, 

et al., 2021), 不仅无法为员工提供应对权力波动

所需的支持, 还会在损耗有限应对资源的同时削

弱其自信心与主动性(Siddique et al., 2020)。这阻

碍了员工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策略(Zhang et al., 

2022), 同时加剧其对权力波动的威胁性评价及退

缩等应对策略, 从而更可能进一步导致消极的压

力反应。 

5  总结与展望 

权力波动研究的兴起与组织管理领域日益增

多的动态研究视角与方法相契合, 本研究聚焦于

权力波动对员工及组织的影响效应及其理论解

释。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 本文认为权力波动

作为一种压力源可以引发差异化的认知评价与

应对过程, 从而导致双刃剑效应, 并且上述过程

受限于个体的应对潜能与可用资源。然而, 作为

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 , 权力波动仍存在诸多有

待探索的空间：从概念内涵来看, 权力波动的界

定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 未来有必要进一步厘清 , 

同时权力波动的测度指标有待明确 ; 从理论框

架来看 , 权力波动效应的作用机制还有待检验 ; 

从研究内容来看 , 以往研究主要围绕权力波动

的强弱或大小 , 忽视了波动的具体过程与轨迹 ; 

从研究问题来看 , 权力波动研究目前仍处于起

步阶段 , 许多值得探讨的潜在议题尚未得到关

注。鉴于此, 提出如下未来可进一步探索和推进

的方向。 

5.1  厘清权力波动的内涵与测度 

首先, 需要厘清权力波动的内涵与外延。根

据 Anicich 等人(2021)对权力波动的定义, 波动是

指在高水平和低水平之间交替。但是 Sabey 等人

(2021)认为 , 权力波动主要反映权力体验不一致

的程度, 即只要与先前状态不一致便可视为波动

(Rosen et al., 2020)。由此可见, 当前权力波动的

内涵仍存在分歧, 但二者的共识在于均强调了权

力感的动态变化。因此, 未来研究可以借鉴其它

领域的经验, 尝试适当缩小概念内涵而拓展其外

延(徐步霄 等, 2022; Krizan & Herlache, 2018), 以

涵盖并探索更完整的动态变化过程。具体而言 , 

将权力波动的内涵缩小为权力感的不一致体验 , 

其外延就可以容纳逐渐上升、下降以及时高时低

的变化过程。以经验取样法为例, 当多次测量权

力感并以其标准差反映权力波动时, 我们也难以

对时高时低的数据与逐渐攀升或下降的数据进行

区分, 因此这一思路似乎是可行的。同时, 未来还

需要拓展权力波动的外延。Sabey 等人(2021)曾提

出权力波动的两种形式：每日权力波动与一般权

力波动。前者指个体某天可能比其他日子经历了

更大或更小的权力波动, 是一种周期性或短期临

时的波动; 后者指某些个体通常比其他个体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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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或更小的权力波动, 是一种长期或持续性的

波动。Sabey 等人(2021)认为, 每日权力波动的影

响应该会更加突出。因为持续存在的波动可能会

引起习惯化的适应 , 而偶然出现的波动更容易

被个体捕捉并激发离散情绪(Beal, 2015)。此外 , 

相较于偶然的波动 , 持续的权力波动可能会使

个体更积极地应对或克服其消极影响 , 因为如

果不对这些消极影响加以处理 , 个体就需要长

此以往地付出努力去应对。综上, 不同形式的波

动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 , 这是未来研究可以关

注的方向。 

其次 , 未来还需要明确权力波动的测度指

标。Anicich 等人(2021)开发了权力波动量表(Power 

Fluctuation Scale, PFS), 并以量表得分来衡量权

力波动的强弱或大小, 即得分越高代表被试的权

力波动越大。而鉴于波动反映了一段时间内的可

变性程度, 现有研究较多通过离散度来代表波动

(Anicich et al., 2021; Matta et al., 2017; Sabey et al., 

2021; Scott et al., 2012), 如在经验取样研究中使

用权力感的标准差作为权力波动的指标。那么对

权力波动直接进行测量和以标准差为指标这两种

测度方式所反映出的内容是否一致？前者是员工

对波动的自我报告与主观评判, 而后者是通过统

计指标对波动的间接计算, 这两种方法所得出的

结果是否会存在差异？未来可以展开进一步的探

究, 以明确不同测度方式的有效性与适用性。 

5.2  丰富权力波动效应的作用机制研究 

根据压力认知评价理论, 本文提出权力波动

会通过个体的挑战性或威胁性评价影响其聚焦问

题或聚焦情绪的应对方式, 进而产生积极或消极

的影响效应。这为未来权力波动双刃剑效应及机

制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思路, 但是目前仍然缺乏直

接的实证支持。同时, 姜福斌和王震(2022)通过梳

理压力认知评价理论的相关研究发现, 认知评价

与应对方式的关系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压力源既

可以通过认知评价直接影响结果(Kronenwett & 

Rigotti, 2020; Rice & Busby, 2023), 也可以通过影

响应对方式间接作用于结果(刘淑桢 等, 2019; 张

莹 等, 2023)。因此, 未来研究可以同时对这两种

路径进行检验, 以为权力波动效应的作用机制提

供更加丰富的证据。此外, 鉴于压力源的认知评

价是持续变化的动态过程 (姜福斌 , 王震 , 2022; 

郑银波 等, 2023), 应对策略及结果可能会反过来

影响压力源的评价。例如, 当个体采取主动策略

应对权力波动并取得积极结果后, 可能会强化其

对权力波动的积极评价, 从而形成正向反馈。因

此, 权力波动的应对及结果对认知评价的反馈路

径还有待探讨。 

5.3  关注权力波动的具体过程 

现有研究主要基于是否波动或波动的程度探

索权力波动的一般规律, 还未深入考虑到波动的

具体过程, 即波动的初始水平、上升或下降的轨

迹等。鉴于此, 未来可从以下两方面对现有研究

进行拓展。一方面, 离散度反映了数据的分散程

度, 其理论上应该独立于平均水平, 但由于二者

在统计上并非完全独立(Cole et al., 2011), 以往研

究在分析动态变化时只是对平均水平予以控制 , 

较少涉及平均水平与动态变化的交互影响(董小

炜 等, 2021)。显然, 权力感在 5 和 2 之间波动与

在 1 和 4 之间波动时, 个体的初始及平均权力感

均不相同。因此,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个体

的初始或平均权力感与权力波动的交互效应。例

如, Matta 等人(2020)曾对人际公平水平与公平的

波动进行研究, 发现二者并不仅仅是简单独立地

发挥作用, 而是出现了交互效应。对交互作用的

检验有助于更深入地揭示权力感的动态变化及其

影响, 并为权力波动是否对初始或平均权力感不

同的个体产生差异化效应等问题提供解释。 

另一方面 , 潜类别增长模型 (Latent Class 

Growth Model, LCGM)既可以通过截距和斜率刻

画变量随时间变化的起始状态和轨迹, 又能就潜

在的不同变化类别进行分析(刘源 等, 2014; 王孟

成 等, 2014)。Mühlenmeier 等(2022)曾通过潜类

别增长模型调查不同类别的时间压力轨迹对员工

幸福感的影响。类似地, 未来可以借助潜类别增

长模型, 对权力感的初始水平及其波动轨迹展开

深度挖掘, 并进一步剖析波动上升、波动下降等

不同轨迹类别间的异质性问题。此外, 潜类别增

长模型分析中可能同时出现波动的和不变的轨迹, 

这为静态与动态的权力效应比较提供了机会。因

此, 未来还可以考虑将静态与动态的权力感进行

整合研究。除了采用潜类别增长模型呈现不同的

权力感轨迹, 还可以借鉴 Anicich等(2021)的方法, 

通过实验操纵个体的高、低权力感以及波动的权

力感。这有助于回答时高时低的权力感较静态的

高或低权力感对个体的影响差异, 其结论也比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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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地探讨单一权力状态或波动程度更具解释力和

适用性。 

5.4  将权力波动研究延伸至决策领域 

目前权力波动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未来可

以将其与更广泛的研究议题相结合。特别是将权

力波动研究应用到决策领域或将成为一个有价值

的课题, 不仅能为提升组织决策质量提供新思路, 

而且对抑制非理性决策、改善组织风险治理机制

均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对于可能频繁经历权力波

动的中层领导者而言(Anicich et al., 2021; Heller 

et al., 2023), 其决策直接影响组织的战略方向与

团队的运营管理 , 对员工与组织而言均至关重

要。已有大量研究发现, 个体决策与其权力感密切

相关(Dissanayake & Jayawardana, 2023; Sekścińska 

et al., 2024; Tan et al., 2024; Yue & Wang, 2023), 

那么波动的权力感是否也会影响决策？其中, 风

险决策是决策领域的一个典型主题, 指个体在不

确定情境中的决策, 其偏好通常涉及风险寻求和

风险规避(陆嘉琦 等, 2025; Purcell et al., 2022)。

尽管接近−抑制−回避理论指出, 权力波动个体对

不确定的威胁线索敏感, 会经常监测和扫描环境

中的潜在风险(Anicich & Hirsh, 2017), 但权力波

动与风险决策的关系尚不明确。因此, 未来可以

对权力波动个体的风险偏好展开探索, 如经历权

力波动的中层领导者在决策时会更加冒险还是更

加保守？ 

此外, 延迟选择作为一种普遍而特殊的决策

回避行为 , 也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 (Costa- 

Gomes et al., 2022; Hu et al., 2023; Yazdanabad, 

2024)。一方面, 权力波动会引发个体的消极情绪

(Anicich & Hirsh, 2017; Sabey et al., 2021), 而决

策者在消极情绪(如焦虑)下往往更偏好系统、深入

的信息加工方式, 同时决策时间更长且更优柔寡

断(Easey et al., 2018; Polat et al., 2019)。这种状态

会增加决策难度 , 使个体更倾向于延迟选择(de 

Vries et al., 2008)。另一方面, 决策的制定不仅会

受无关信息的干扰, 还可能因同时存在的竞争性思

维活动而分心, 因而需要过滤无关刺激信息, 以使

注意维持在当下的决策任务(van Knippenberg et al., 

2015)。然而, 权力波动个体对广泛而非具体的威

胁线索敏感(Anicich & Hirsh, 2017), 可能无法专

注于当前的决策。权力波动是否会通过上述认知

与情感的双重机制增加延迟选择的可能性, 仍需

未来研究的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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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experience of power: The effects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of 
power fluctuation 

YUE Siyi1, SUN Yu1, ZHAN Xiangping1, MA Hongyu1, WANG Huaiyong2 
(1 Key Labora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of Hubei Province;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College of Psycholog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power fluctuation is prevalent in organizations, our understanding of it is rather limited. 

Previous studies have explored power fluctuation from divers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fering insights 

into its positive or negative effects. However,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why and how power fluctuation 

leads to differential outcomes remain unclear.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review is to construct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f power fluctuation. By conceptualizing power 

fluctuation as a stressor and drawing on the 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 of stress, we aim to explain why and 

how power fluctuation leads to differential consequences by elaborating on individuals’ cognitive appraisals, 

coping strategies, and underlying moderating factors. Finally, this review provides a strategic agenda 

highlighting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to advance both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power fluctuation. 

Keywords: sense of power, power fluctuation, intra-individual variability, the 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 of 

stress 

 

 


